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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宋 梅 常力月 郝旭光*

摘要：绿色低碳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测算碳压力指

数，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 2008—2018年长江

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碳压力整体处于超载状

态，研究期内呈现“N”字形上升趋势，城市间碳压力异质特征显著，空间相关性逐渐减弱；碳压

力重心总体向东南偏移，武汉城市圈对长江城市群整体碳压力水平起主导作用，但环鄱阳湖

城市群的作用逐渐显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人口密度和

技术进步，三个次级城市圈碳压力核心驱动因素差异明显，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鄱

阳湖城市群碳压力核心驱动因素分别为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进而提出了优

化人口结构、推动低碳技术发展，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高城市群碳

吸收能力，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协同治理碳压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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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绿色低碳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

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标志着我国的低碳发展正式进入决

策和落实阶段。因此，在区域和地方尺度下，如何落实国家层面提出的低碳发展目标，已成为

重要的现实需求。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长江

*宋梅，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邮箱：songmei6361@cumtb.edu.cn；常力月（通

讯作者），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邮箱：17888826848@163.com；郝旭光，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邮箱：hxg_cumtb@163.com。

本文系自然资源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重点实验室课题“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

研究”（CCA2019.16）、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我国煤矿安全及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

（2017-ZD-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DOI:10.19511/j.cnki.jee.2021.02.003

23



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

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典型的生态敏感

区，作为长江流域中人口最密集、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拥有众多的工业基

地，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处在工业化

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阶段，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快速增加，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和绿色低

碳的协调发展，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科学辨识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

水平及其驱动因素对实现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碳压力是指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碳承载力之间的比值，可以衡量碳排放量与碳承载

力之间的平衡关系，直接反映了碳排放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胁迫程度（梁中、徐蓓，2017）。从现

有文献来看，与碳压力相关的概念有“碳足迹”（赵先贵等，2013a；田成诗、张诗雅，2019）、“碳

赤字”（万伦来等，2020）等，其中，基于“碳足迹”的“碳足迹生态压力指数”“碳足迹广度”等与

碳压力的概念最为相近。张清等（2015）将“碳足迹生态压力”的概念定义为能源消费产生的

碳排放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用能源碳足迹与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比值来进行表征，并

在此基础上对 1996—2010年中国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朱向梅

和王子莎（2021）为表征人类活动吸纳碳排放所占用的自然资本流量，引入“碳足迹广度”计算

碳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各省份实际占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但目前学界对碳足迹的测算

方式存在差异，部分研究以二氧化碳当量值测算碳足迹，也有部分研究用吸收1tCO2需要的林

地或草地的面积表示碳足迹（白伟荣等，2014；闫丰等，2018），导致研究结论难以比较。为使

碳排放量和碳承载力平衡关系的定义内涵更加清晰，梁中和徐蓓（2017）提出“碳压力”这一概

念，并对中国省域的碳压力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重心变化趋势进行了综合判断。马歆等（2019）
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区域创新对碳压力水平的影响。

碳压力的测度包括碳排放量和碳承载力的计算两个部分。对于碳排放量的核算，核算尺

度主要是针对国家或省域层面（Mi et al.，2016；李建豹等，2020），城市层面大多针对直辖市、

省会城市或一些发达城市碳排放量的测算（陈操操等，2014；宋祺佼、吕斌，2017；Shan et al.,
2017）。但已有研究证明，城市范围内的碳排放量在全球碳排放量中的占比约为75%~80%，在

中国，这一占比更是高达85%，城市已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区域（Han et al.，2018）。碳排放测算

方法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有 IPCC提供的参考方法和投入产出法。IPCC方法简单明确易于理解，

且有成熟的核算公式和活动数据（刘明达等，2014），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投入产出法则多被

用于隐含碳排放的计算当中（刘宇等，2015；王育宝、何宇鹏，2020；王安静等，2020）。碳承载力

是指绿色植被的固碳能力，目前对于碳承载力的计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测算范围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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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森林、草地、农田以及湿地的碳承载力（马彩虹，2012；赵先贵等，2013b；李明琦等，2018）。
为进一步明确区域碳减排路径，有必要对碳压力的驱动因素进行探析。目前对碳压力的

驱动因素的研究仍较少，但国内外学者对碳足迹和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相关

研究方法和成果对碳压力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碳足迹和碳排放驱动

因素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因素分解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刘红琴等，2020）。孙丽文等（2019）采用

LMDI方法对中国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

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增长的最大原因；张巍（2021）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西安市碳足迹的

预测模型，通过岭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规模、人均GDP是西安市碳足迹的驱动因素；付华等

（2021）采用LMDI方法对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28个子行业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经济活动效应是制造业碳排放的首要驱动力；陈占明等（2018）采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

考察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的增长会显著提高城市的碳排放量；黄和平等（2019）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6—
2015年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

区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旅游产业结构对旅游业碳排放起着显著负向阻碍作用。李建豹和黄贤

金（2015）在定量分析1998—2012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碳的时空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空间

面板模型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口总量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化

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依次为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此外，近几年兴起的地理探测器

模型也开始应用于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中。赵领娣和吴栋（2018）基于能源供给侧视角，运

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1997—2014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空间分异格局的主导驱动因子，并探测

关键交互因子的多重空间叠加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工业化是碳排放空间分异格局的主导驱动

因子，所有包含工业化的交互因子均为关键交互因子；王兴民等（2020）运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

对城市尺度的中国CO2排放空间分异的驱动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和城市经济规模

分别是资源型、北方城市和非资源型、南方城市CO2排放空间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

综上所述，与碳压力相关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目前有关

碳压力的研究仍较少，对其驱动因素的研究较为匮乏；（2）城市已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区域，

但由于城市能源消费数据的可获性问题，现有与碳压力相关的研究多从国家或省级尺度开

展，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3）传统的方法在探究各项驱动因素的作用时缺乏对空间分异格局

主导驱动力的探测分析，且不能很好地反映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本文利用“自上

而下”的分解方法，通过省级能源平衡表折算出城市层面的各能源种类的消耗量，以此为基础

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的碳排放量；综合碳排放量和碳承载力两个指标构建碳压力指数

来客观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碳压力水平，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等工

具进一步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时空演化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长江中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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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碳压力的驱动因素，对各驱动因素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力进行探测，同时分析

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碳压力的影响，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制定减排政策，实现区域低碳高质

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三、方法与数据

（一）碳压力测算方法

1.城市碳排放量的核算

采用 IPCC的参考方法进行能源消耗碳排放的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CE =å
i

ADi ´NCVi ´EFi ´Oi iÎ[117] （1）
上式中：CE 代表城市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量；ADi 代表城市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NCVi

代表化石燃料 i 的热值；EFi 代表化石燃料 i 的排放因子；Oi 代表化石燃料 i 的氧化效率。

城市分品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无法直接获取，本文参考景侨楠等（2019）的研究，基于省

级能源平衡表采用自上而下的分解方法进行折算：

ADc
i j =AD

p

i j ´ aj （2）
aj =

I c
j

I
p

j

（3）

上式中：j 代表省级能源平衡表中的行，即能源消耗的类别；ADc
i j 代表目标城市第 j 类的化

石燃料 i 的消耗量；AD
p

i j 代表目标城市所属省份的第 j 类的化石燃料 i 的消耗量；aj 为第 j

行的分配系数。 I c
j 代表目标城市第 j 行的分配指标的值；I

p

j 代表目标城市所属省份第 j 行

的分配指标的值。

2.城市碳承载力的测度

由于农田是否有净吸收量和吸收量大小存在一定争议（郑德凤等，2020），故本研究考虑

森林、草地以及湿地的碳吸收能力，碳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为：

CC =Cf +Cg +Cw （4）
上式中，CC 为碳承载力（tC·a-1，其中 C 表示 CO2，a 表示每年，下同）；Cf 为森林固碳量

（tC·a-1）；Cg 为草地固碳量（tC·a-1）；Cw 为湿地固碳量（tC·a-1）。 Cf 、Cg 、Cw 分别用各城市森

林、草地及湿地面积乘以相应的碳吸收能力计算。相关参数如表1所示。

在计算出各城市碳排放和碳承载力的基础上，构建碳压力指数（CBI）。

CBI = CE
C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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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森林、草地、湿地的年均碳吸收强度

类别

森林

草地

湿地

碳吸收能力（tC/hm2·a）
3.8096
0.9482
0.57

注：以上参数参考谢鸿宇等（2008）和段晓男等（2008）的研究。

若碳压力指数 CBI ＞1，表明该城市碳排放量大于碳承载力，城市处于碳压力超载状态；

若碳压力指数 CBI ＜1，则表明城市碳排放量在其碳吸收能力的可承受范围内，城市碳生态系

统存在碳盈余；若碳压力指数 CBI =1，则城市碳排放量与碳承载力相等，该城市的碳生态系统

位于超载的临界点。

（二）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定量解释地理单元某一属性值空间分布的中心性、方向性

和空间形态等整体性特征。椭圆重心表示变量在空间上的相对位置，方位角表示该变量发展

的主要方向，长轴和短轴分别代表在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上的离散程度（赵璐、赵作权，

2014）。标准差椭圆主要要素的计算公式为：

X̄ =
å
i = 1

n

wi xi

å
i = 1

n

wi

，Ȳ =
å
i = 1

n

wi yi

å
i = 1

n

wi

（6）

θ = arctan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å
i = 1

n

w2
i x̄2

i -å
i = 1

n

w2
i ȳ2

i )+ (å
i = 1

n

w2
i x̄2

i -å
i = 1

n

w2
i ȳ2

i )+ 4(å
i = 1

n

w2
i x̄i ȳi)

2

2å
i = 1

n

w2
i x̄i ȳi

（7）

σx =
å
i = 1

n

(wi x̄i cos θ -wi ȳi sin θ)2

å
i = 1

n

w2
i

，σy =
å
i = 1

n

(wi x̄i sin θ -wi ȳi cos θ)2

å
i = 1

n

w2
i

（8）

上式中，X̄ 和 Ȳ 表示标准差椭圆的重心坐标；xi 和 yi 为研究区域各城市的中心坐标；wi 表示

各城市能源消费碳压力的权重；θ 表示椭圆方向角；x̄i ，ȳi 表示各城市中心坐标到重心坐标

的偏差；σx 和 σy 分别表示标准差椭圆的长、短轴的距离。

（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全局Moran'I指数可以反映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特征和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计算公

式为：

I =
å
i = 1

n

å
j = 1

n

Wij(xi - x̄)(xj - x̄)

S2å
i = 1

n

å
j = 1

n

Wij

,Wij =
ì
í
î

1, 地区i与地区j相邻
0, 地区i与地区j不相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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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 1
nåi = 1

n

xi 表示样本均值；S2 =å
i = 1

n

(xi - x̄)2/n 表示样本方差；Wij 是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空

间单元的拓扑关系。由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在空间上呈现连续性，因此本文采用更为适

合的空间邻接矩阵，i 、j（i、j = 12⋯n）是位于不同位置的观测点。为了便于解释，本文

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了归一化处理；xi 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 i 的观测值；n 是长江中游城

市群地级市的数目（取值为31）。Moran'I取值为[-1，1]，越接近1，正空间相关性越强，总体的

空间差异越小；越接近-1，负空间相关性越明显，总体的空间差异越大；值为0时表示不存在

空间相关性。

局部Moran'I可以解释空间地域单元与周边空间单元属性特征值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

计算公式为：

Ii =
xi - x̄

S2 å
j = 1

n

Wij(xj - x̄) （10）
在特定的置信水平下，局部Moran'I＞0时，表示相邻的空间地域单元存在正的空间集聚

效应；局部Moran'I＜0时，表示相邻的空间地域单元存在负的空间集聚效应。

（四）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因子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王劲峰、徐成

东，2017）。驱动因子探测模型如下：

q = 1 - 1
nσ 2

G

å
i = 1

m

nD iσ
2
D i （11）

上式中：i = 1m 为驱动因子的分层；nD i 为分层 i 上的个数，σ 2
G 和 σ 2

D i 分别是观测区域和

层 i 的碳压力的方差；q 值的取值范围为[0，1]，q 值越大说明 D 因子对区域碳压力的驱动作

用越大，反之，则越小。

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时空演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受经济、政策、技术发展、环

境规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通过文献梳理，选取城镇化（URB）、人口密度（POP）、经济发展

水平（PGDP）、产业结构（ IND）、技术进步（TEC）和环境规制（EVI ）6项因子（见表2），对长

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时空分异的驱动力进行探测。

表2 碳压力驱动因素指标
代码

URB

POP

PGDP

IND

TEC

EVI

探测因子

城镇化水平

人口密度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

具体含义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万人/平方公里）

人均GDP（万元）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付凌晖，2010）

专利申请量（件）

环境规制综合指数（黄志基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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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来源

根据 2015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

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共31个地级市①。省级能源平衡表数据来源于《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2019年）；各城市分品种能源消费量折算所需数据，森林、草地、湿地

面积及各驱动因素数据来自历年湖北、湖南和江西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各城市GDP及工业总产值以2005年为基期

进行折算，缺失值采用插值法处理。

四、结果与分析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1.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时序演化分析

由图1可知，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值由1.59上升至2.28，碳排放量呈“N”

字形变化态势，碳承载力增长乏力，碳压力的变化由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主导。2008—2011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呈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速为10%，这一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

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导致其碳排放量增加，碳压力增强；2011—2012年碳压力增

速放缓且在2013年出现大幅下降，2013年之后又逐渐缓慢上升，这可能是由于2011年以后长

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

高速增长逐步向高质量集约型发展转变，城市群能源消费增幅降低，碳压力增速减缓。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0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1
8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1
8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1
8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1
8

长江中游城市群 武汉城市圈 环长株潭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

碳排放量（左）
碳承载力（左）
碳压力（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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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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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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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万
吨

图1 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碳承载力及碳压力

①规划范围包括：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襄阳市、宜

昌市、荆州市、荆门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市、南昌市、九江市、景

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分县（区）。基于空间连续性及数据获

取性的考虑，本文将抚州及吉安市的整体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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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次级城市群角度看，区域间碳压力差异较大，碳压力大小具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

>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2008—2018年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碳压力呈

“N”字形增长态势，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则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2018年武汉城市圈、

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分别为3.39、2.87和1.12，较2008年的增长幅度分别

为23%、50%和89%。武汉城市圈的碳压力最大，但增幅最小，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碳压力水

平最低，增长速度最快，在未来将面临较大的碳增量压力。

2.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演化分析

（1）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特征显著。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碳

压力分布呈不均衡性显著。根据 2008年碳压力的大小，运用自然断点法将长江中游城市群

31个城市划分为 4种类型，分别是高碳压力区、中碳压力区、浅碳压力区和碳汇盈余区（图

2）。其中，高碳压力区主要包括武汉和鄂州，碳压力值分别高达23.15和10.93，处于区域碳生

态的极端高压状态；中碳压力区主要为高于城市群平均碳压力值（武汉、鄂州除外）的区域，包

括长沙、南昌等9个城市，其碳压力值总体在5左右，也处于严重碳压力超载状态。浅碳压力

区为碳压力值大于1，但低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包括株洲、荆门、萍乡等11
个城市（1< CBI <2）。碳汇盈余区包括黄冈、益阳、宜春等9个城市，碳压力值均小于1。

碳汇盈余区
浅碳压力区
中碳压力区
高碳压力区

碳汇盈余区
浅碳压力区
中碳压力区
高碳压力区

2008年 2018年
0 50 100 200km 0 50 100 200km

（a） （b）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3）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2008和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上述四类碳压力区形成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高排放、低承载

类，大部分中碳压力区都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为低排放、极低承载类，即碳排放总量虽然不

大，但碳承载力极低，比如处于高碳压力区的鄂州和处于中碳压力区的仙桃等城市。这些城

市的碳排放量均低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平均水平，但由于固碳资源禀赋匮乏，碳承载力极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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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其碳压力水平处于高值；第三种为低排放、高承载类，即碳排放量相对较低，同时碳承

载力较高，大部分浅碳压力区和碳汇盈余区都属于这种类型。

通过对比2008年和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情况可知，浅碳压力区和碳汇盈余区

的碳压力总体增长最快，在10个发生跃迁的城市中，有3个城市由碳汇盈余区跃迁至浅碳压

力区，6个城市由浅碳压力区跃迁至中碳压力区，1个城市由中碳压力区直接跃迁至高碳压力

区。整体来看，高碳压力区的碳压力水平处于降速状态，碳汇盈余区和浅碳压力区的碳压力

水平则呈增加态势。说明碳压力基数比较大的城市碳压力增长幅度相对较小，而碳压力基数

相对较小的城市，总体表现出碳压力增速快的特征。

（2）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重心迁移路径与标准差椭圆演变态势。根据长江中游城市

群各城市空间位置坐标和碳压力情况，运用ArcGIS10.2软件计算碳压力空间重心及标准差

椭圆。2008年、2011年、2014年和 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重心变化过程如图 3（a）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重心位于东经113.92°~113.99°，
北纬29.67°~29.89°，整体位于武汉城市圈内，碳压力重心纬度下降，经度上升，2008—2011年

碳压力重心向东北部偏移，2011—2018年向东南部偏移。表明武汉城市圈碳压力水平对长江

中游城市群碳压力起主导作用，2011年前武汉城市圈碳压力水平增速较快，碳压力重心向武

汉城市圈偏移，2011年以后，武汉城市圈碳压力水平整体增速放缓，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对

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拉动作用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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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8年碳压力重心2014年碳压力重心2011年碳压力重心2008年碳压力重心

2018年碳压力标准差椭圆2014年碳压力标准差椭圆2011年碳压力标准差椭圆2008年碳压力标准差椭圆

0 50100 200km

（a） （b）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审图号：GS（2019）1823），底图无修改。

图3 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重心迁移及标准差椭圆变化过程

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标准差椭圆在2008、2011、2014和2018年变化过程如图3（b）所
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方位角由2008年的104.42°增加至2018年的117.01°，顺时针旋转

12.59°。武汉城市圈的工业资本丰富，尽管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处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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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趋势，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总量仍相对较大，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的规模更大，

碳压力值也更大。因此，武汉城市圈碳压力对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拉动效应

更为显着，这导致碳压力标准偏差椭圆的方位角在空间上增大。

在长轴方向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标准差椭圆 2018 年长轴长度较 2008 年增加

12.75%，说明碳压力分布在西北-东南方向上有较明显的增加，尤其东南方向增速较快，表明

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增幅较大；在短轴方向上，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标准

差椭圆短轴长度整体变化不大，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向心力基本稳定。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相关性分析

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全局Moran'I指数如表3所示。2008—2011年Mo-

ran'I指数呈增长趋势，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2012—2018 年

Moran'I指数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在不断减

弱，说明在区域碳减排的过程中，各地区减排力度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导致各地区之间的

碳压力整体差异正在逐渐拉大。

表3 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全局Moran'I指数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Moran'I值

0.229

0.256

0.268

0.289

0.277

0.205

0.211

0.168

0.165

0.196

0.163

P值

0.014**

0.010**

0.016**

0.008***

0.013**

0.029**

0.028**

0.048**

0.049**

0.033**

0.050**

注：**、***分别代表在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图4为2008和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Lisa集聚图。由图4可知，四个象限均有

部分城市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2008和2018年，鄂州和仙桃始终处于碳压力水平的高-
高区，说明这两个城市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量均较高，空间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处于低-低
区的城市为吉安、新余和鹰潭，表明这三个城市与相邻地区的碳压力水平均较低。研究期内，

南昌始终处于碳压力水平的高-低区，表明南昌自身碳压力水平较高，而相邻地区碳排放量较

低，空间上表现出中心较高四周较低的负相关关系。黄冈始终处于碳压力的低-高区，说明黄

冈自身碳压力水平较低，相邻城市碳压力水平较高。武汉和孝感由2008年的碳压力高-高区

宋 梅 常力月 郝旭光：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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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2018年的不显著地区，表明武汉和孝感的碳压力水平在研究期内得到了有效缓解。

不显著
低-低
低-高
高-低
高-高

2008年
不显著
低-低
低-高
高-低
高-高

2018年
0 50 100 200km

0 50 100 200km

（a） （b）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审图号：GS（2019）1823），底图无修改。

图4 2008和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Lisa集聚图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因素分析

1.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因素探测

首先，运用自然断裂法对探测因子进行离散化和类别化处理，再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测

算各探测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驱动能力的 q 值（见表4）。探测结果显

示，各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驱动作用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4 2008年和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探测因子 q 值结果

代码

URB

POP

PGDP

IND

TEC

EVI

探测因子

城镇化水平

人口密度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

q 值

2008年

0.3011***

0.5369***

0.4784***

0.3511***

0.2546***

0.3586***

2018年

0.6247***

0.8479***

0.3083***

0.5720***

0.7667***

0.6206***

驱动作用变化

↑

↑

↓

↑

↑

↑

人口密度（POP）对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作用最大。研究期内，长江中游

城市群人口密度由2008年的354人/平方公里增长至2018年的371人/平方公里。一方面，随

着人口的不断集聚，城市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改变，对基础设施及居民住宅建设的需求增

加，能源资源等需求逐渐增大，导致碳排放量增大；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增长也使得各城市

不得不减少绿地及林地的面积建造住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区域碳汇水平（朱天舒、秦晓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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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因而2018年人口密度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0.8479）比2008年（0.5369）有所

提升。

技术进步水平（TEC）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有显著影响。科学技术不仅为经济发展提

供动力支持，低碳技术进步还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孙欣等，2016）。低碳技术的应用

不仅可以从碳源端有效降低碳排放，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还可以提高碳储存能力，增加区

域碳承载力，缓解区域碳压力。因而，与2008年相比，2018年技术进步水平抑制碳压力的作

用在增强。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对科技发展能力的高度重视，长江中游城市

群会有更多绿色环保科技成果产出并转化落地，这将对区域碳减排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城镇化水平（URB）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西部城

镇化先行区，近年来城镇化进展迅猛。一方面，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带来了资本、劳动力、技术

等要素的集聚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能源消费和碳

排放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区土地的利用方式发生改变，降低了区

域的碳汇水平（王峰等，2017）。因而城镇化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作用有所增加，由

2008年的0.3011增加至2018年的0.6247。
环境规制（EVI ）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有所增加。环境规制会对污染密集型产

业形成有效约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从而缓解碳压力（徐盈之等，2015）。当环境规制标

准不断提升时，会直接或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倒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进行生产技术

创新、治污技术升级以及管理模式革新，进而推动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李珊珊、马艳

芹，2019）。另外，《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环保法规

的颁布和实施增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保意识，对区域碳汇能力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

用。因此2018年环境规制对碳压力的影响（0.6206）比2008年（0.3586）有所提升。

产业结构（ IND）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起到一定的驱动作用。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

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逐渐提升，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主导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近年

来，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自贸区、开发区等产业平台为引领，将产

业转移协作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承接高新技术、智能制造装备等新兴产业，产业优化升

级效果明显。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可以对产业间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

利用，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协调产业间的发展（王淑英等，2021），与2008
年相比，2018年产业结构抑制碳压力的作用在增强。

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起到关键作用，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耗大

量化石能源直接导致区域碳压力增大。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的

出台和人民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辛龙等，2020），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

长型逐步向高质量集约型转变，因此 2018年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压力的影响（0.3083）比 2008

宋 梅 常力月 郝旭光：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34



2021年第2期

年（0.4784）有所降低。

2.三个次级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素探测

为探测上述驱动因素对三个次级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作用，采用地理探测

器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分别进行探测，得出各因子在不同区域

上的 q 值（见表5），进一步揭示各因子对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作用。

表5 2008年和2018年三个次级城市群探测因子 q 值结果

代码

URB

POP

PGDP

IND

TEC

EVI

探测因子

城镇化水平

人口密度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

2008
武汉

城市圈

0.8721***

0.9130***

0.8774***

0.1667***

0.9214***

0.1722***

环长株潭
城市群

0.9262***

0.5037***

0.8967***

0.5266***

0.9043***

0.9309***

环鄱阳湖
城市群

0.9728***

0.9868***

0.6792***

0.9789***

0.9656***

0.7667***

2018
武汉

城市圈

0.7979***
（↓）

0.9583***
（↑）

0.2336***
（↓）

0.5340***
（↑）

0.9294***
（↑）

0.1545***
（↓）

环长株潭
城市群

0.4546***
（↓）

0.9104***
（↑）

0.9181***
（↑）

0.3574***
（↓）

0.8788***
（↓）

0.8720***
（↓）

环鄱阳湖
城市群

0.9883***
（↑）

0.9782***
（↓）

0.6336***
（↓）

0.7168***
（↓）

0.9943***
（↑）

0.9367***
（↑）

（1）武汉城市圈。人口密度是影响武汉城市圈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最主要因素。研究

期内，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武汉城市圈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驱动作用有所增

强。武汉城市圈作为国内第一个“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城市群，2008年以来城市圈内

各城市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规模也随之增长，能源资源等消耗量逐渐增大；武汉城市圈各

城市的产业在近年来进行了有机融合，打造了一批高端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集群，使整个武

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同时，武汉城市圈具备优渥的教育资源，积累了大量的

科研人才，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创新技术的落地投产使得传统重工业企业的能耗降低，污染物

排放减少。未来武汉城市圈应通过合理控制人口规模，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技研发

方面的投入等措施，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2）环长株潭城市群。环境规制是影响环长株潭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最主要因

素。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碳压力的影响有所增强。研究期内，区域人

口的迅速增加使环长株潭城市群各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直接引起能源消费的增长；环长株潭

城市群依托湘江新区、两型社会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大平台积极参与长江中游城

市群合作与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强的推动作用，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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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压力水平，因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对碳压力的影响有所增强。环

长株潭城市群应在合理控制区域人口密度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集约型发展转变，以实现减缓区域碳压力的目标。

（3）环鄱阳湖城市群。技术进步是影响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最主要因

素。城镇化、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对区域碳压力的作用有所增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城镇化

和技术创新水平一直相对较低，同时人才流失严重、环境监管不严格等社会问题突出。虽然

环鄱阳湖城市群有先天的生态环境优势，碳汇能力位于三个次级城市群之首，但由于其城镇

化进程迟缓，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低碳技术发展缓慢，环保意识薄弱且措施不当，致使碳压

力水平增速较快。政府部门需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提升人才引育力度，加大科研创新

投入，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进一步降低区域碳压力水平。

3.驱动因素交互探测分析

在因子探测的基础上，得到 2018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驱动力的交互探测结果

（见表 6）。结果表明，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均比单因子作用强。与单因子作用相比，每

个影响因子与其他因子共同作用时的 q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所有驱动因素中，对碳排

放空间分异格局决定力水平相对较高的交互因子为 URBPOP 、POPPGDP 、

POP IND 、POP TEC 、IND TEC ，这表明包含人口密度的交互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多重空间叠加交互效应最强，其次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

表6 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交互探测结果

URB

POP

PGDP

IND

TEC

EVI

URB

0.6247
0.9329
0.6748
0.7096
0.8665
0.8682

POP

0.8479
0.9138
0.9274
0.9381
0.8867

PGDP

0.3083
0.6635
0.7842
0.8574

IND

0.5720
0.9277
0.8171

TEC

0.7667
0.8230

EVI

0.6206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省级能源平衡表，通过“自上而下”的分解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31个地级市

的碳排量进行了测算，以此为基础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水平，进一步运用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手段，探讨区域碳压力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

素，主要结论如下：

（1）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整体处于超载状态，研究期内呈现“N”字形上升趋势，城市间

碳压力异质特征明显，空间相关性逐渐减弱。其中，经济发达的武汉城市圈碳压力最大，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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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变化强度最低；环长株潭城市群碳压力有小幅增加；经济欠佳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碳压

力基数最小，但增速最快，未来将面临更巨大的碳增量压力。大部分中碳压力区是由于排放

总量大和低承载力所导致，部分高碳压力区和少部分中碳压力区主要是由于低排放量和极低

承载所导致，而浅碳压力区和碳汇盈余区则均由低排放量和高承载力所致。

（2）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重心位于武汉城市圈，总体向东南部发生偏移；

碳压力的标准差椭圆显示出“西北-东南”格局，方位角逐渐增大，有向北旋转的趋势。长轴长

度在东南方向上增速较快，表明武汉城市圈碳压力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碳压力水平起主导

作用，但环鄱阳湖城市群碳压力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作用在逐渐显现。短轴长度变化不大，

碳压力向心力基本稳定。

（3）人口密度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压力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

步水平是降低区域碳压力的有效途径。三个次级城市群探测的驱动力差异显著，驱动三个次

级城市群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分别为：武汉城市圈为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技术

进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环鄱阳湖城市群为城镇化、技术进步和环

境规制。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对

城市群碳压力影响较大。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优化人口结构，推动低碳技术发展。人口密度和技术进步是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碳

压力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政府应通过优化人口结构适度控制区域人口密度，提高人口

素质。此外，政府也要给予相对落后城市更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促进人才和高新技术流动,
缓解人口和技术差异所导致的城市碳压力空间分异格局现状。三个次级城市群碳压力存在

显著差异，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碳减排政策。武汉城市圈应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发挥其科

学技术优势，持续扩大技术创新投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环长株潭城市群应着重推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控制人口规模；环鄱阳湖城市群应加速城镇化进程，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投

入，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推进区域低碳发展。

（2）加强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高城市群碳吸收能力，进而有效减

缓碳压力。各地政府要做好天然林保护及湿地保护等生态修复工程，将政策措施和宣传引导

相结合，开展宜林荒山及无立木林地造林、疏林地及未成林地实施封山育林，通过调整林木种

植结构，增加森林林木蓄积量等措施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生态自然对碳的吸附能力。以创建森

林城市、文明城市为重要抓手，鼓励城乡居民和社会资金投入到绿化建设中，抓好城乡闲置散

碎土地的绿化，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态碳承载力。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

术的发展，在一些企业或领域开展前期示范，通过示范提高技术的可行性和可靠性，降低成

本，为最终实现“3060”双碳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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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对碳压力进行协同治理。由于碳压力存在空间相关性，城市碳压

力不仅与自身碳压力水平高度相关，还会受相邻城市碳压力的影响。因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各

地政府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必须综合考量自身和临近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特征，“以邻为

伴”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湖北作为我国七个碳试点之一，在碳市场

运行过程中取得了卓越成效，应以湖北碳试点带动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碳市场的发展，坚持

“高位推动、强头带动”，在各地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借鉴湖北碳试点的先进经验，完善区域碳

市场，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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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Pressure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ong Mei, Chang Liyue and Hao Xugu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 Green and low-carb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arbon pressure index, and use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standard deviation el-

lipse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pressure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08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carbon pressure was overload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re was an upward trend of“N”

shape, and the carbon pressure heterogeneity between cities was significant. The gravity center of carbon pressure

shifted to the southeast. The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overall carbon pressure level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but the effect of the Poyang Lake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gradually emerge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arbon pressur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pressure in the three sub-agglomer-

atio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pressure 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the Ring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Poyang Lake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population dens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f optimizing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ecosystem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m-

proving the carbon ab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linkage mechanism and co-

ordinating carbon pressure.

Keywords: Carbon Pressur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Driving Factors;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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